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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
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

———以翁方纲、章学诚、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

孙 运 君
(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)

摘　要: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,前后流衍数百年,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,

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、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.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

美;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;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,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.三人言论虽略有异,

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,救宋学之弊,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,今日探讨,仍有现实意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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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学术界开始关注清代中后期汉学和宋学的调和(兼采)问题,成果颇多.但以笔者所

见,这些论著对汉宋兼采思想兴起远因尚缺乏细致论述,相关意义研究亦付阙如.简而言之,汉宋

兼采思想所以兴起有远因和近因之别,本文不涉远因,仅探讨近因,即以翁方纲、章学诚和许宗彦三

个汉宋兼采思想先驱为中心.
早在清初,“王、顾、黄三大儒,皆尝潜心朱学,而加以扩充,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”[１].及至乾

嘉,汉学蓬勃发展,汉宋矛盾渐凌朱陆矛盾而上,汉宋学者之龃龉不合渐成水火,因而激成汉宋之

争.由此,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汉学和宋学关系问题,试图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,翁方纲和章学

诚便是其中健者.

一、“合之则双美”———翁方纲

翁方纲(１７３３－１８１８)重金石学和文学,不以解经显名,但是他评判汉宋学关系却独具慧眼,发
前人所未发.

翁方纲生时,«汉学商兑»未刊,汉宋之争尚未成水火.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,当时钱载和戴震

的一段关于汉学利弊的学术争论引起翁氏注意,并促使他撰写«考订论»九篇文章以为剖判(笔者

注:他所言之“考据学”即指汉学,所言之“义理”即指宋学).
第一,考据学应以探求义理为目的,“不衷于义理”是饾饤考据学产生的主因.翁方纲说:“考订

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,其嗜博、嗜琐者非也,其嗜异者非也.不矜己、不嗜异、不嗜博、嗜琐而专以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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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考订,斯可以言考订矣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２.翁方纲认为考据学所以兴起,就是因为学界空谈义理,
淆乱“大道”,所谓“考订者,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２.因此过度考据必然产生饾

饤之学,其结果就是离经叛道:“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,而其究也,惟博辨之是炫而于

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,是即叛道之渐所由启也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２.
就先秦儒学的学术功能而言,翁方纲的“叛道”论断虽是清初“学术误国论”的延续,但的确戳中

了考据学末流的痛脚.虽然翁方纲对某些考订著作的批评有待商榷,①但他对汉学的认识却很清

醒,他认为考据学是学术研究“极正之通途”,“考订之学岂惟胜之,正赖有考订之学,然后义理尤

长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２.可见在他眼中,汉学与宋学相辅相成,互为补充.
在考察考据学末流来源时,他说:“宋以后言义理则益加密矣,顾有恃义理之益明而转薄视汉唐

注疏者,忽视«尔雅»、«说文»者,甚且有以意测义而断定训诂形声者;有无所凭藉而直言某与某古通

用者,此皆空谈义理、不知考订者误之,乃激而成嗜博、嗜异之侈为誷说者,是二者其弊均也.言正

误则开妄改之弊;言错简则开妄作之弊.若究其所始,则错简之疑始于郑康成之注«玉藻»,其断断

言脱烂者,原自有所以处之,非私见也,而极其弊至于宋儒之改«康诰»首段以为«洛诰»之文则误甚

矣! 至于正误以某字当为某字,则郑氏之失为多,后人又岂得尤而效之? 语其大者则衷之于义理,
语其小者则衷之于文势,语其实际则衷之于所据之原处,三者备而考据之法尽是矣,然而文势亦必

根据于道也,所据群籍亦必师诸近圣也.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Ｇ４１３翁氏不仅指出汉学和宋学“二者其弊均”,
而且很中肯地指出汉学所以流弊正是由于宋儒空谈之习所激成,可谓将汉学和宋学各打五十大板,
持论之平,在乾隆时代实不多见.

第二,翁方纲界定了考据学的相关标准.乾嘉以来,考据学成为显学,学者发现世间万物,随手

拈来,皆可以考订一番.如此,便出现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:何者宜考,何者不宜考? 即:考订的标

准是什么? 如果漫无边际地考订,势必产生弊病.翁氏立论即由此而来.
翁氏所立第一个标准即“是否有用于世”.他说:“且夫考订之学大则裨益于人心风俗,小则关

涉于典故名物,然一言以约之,曰取资于用而已.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三»,p４１４并引«尚书»“不作无益”说做论证:
“有裨于用者则当考之,其无益者则不必考,知此则考订之大端在是矣.”一切以有用、无用作为考订

标准,堪称简单易行.为免学者误解,他又举反例进行解说:“如其不适于用也,虽以古经师、大儒所

言,如郑氏之言六天,卢氏注大戴之言,明堂、路寝,甚至显著于经,如祭祀之皇尸、公尸,丧服之父在

为母期年,此等不可行之事考之何用? 不考之未为寡陋也.”翁氏娴于金石学,所以视野开阔,他认

为如果有用于当世的话,即便是“后世书家、画家之迹,至如黄庭、乐毅、洛神诸本之原委先后能详考

之,岂 不 有 裨 益 乎?”所 以,“考 订 不 论 其 巨 细 远 近,但 争 其 有 用 与 无 用,有 益 与 无 益 而

已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三»,p４１４.
“明堂、路寝”是否有考订必要,今人仍可商榷.至于他所说的“适于用”是否合理恐怕也是见仁

见智之谈.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言论有利于针砭时弊,匡正学风.这说明乾嘉以来的主流学术已

入歧途,翁方纲所论则旁证了这一学术转向的事实.
翁氏所言第二个标准为“是否有疑难”.他说:“凡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,事有歧出而后考订

之,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,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,途有塞而后通之,人有病而后药之也.乃若义之隐

僻者,或实无可阐之原,或猝无可检之来处,则虚以俟之可矣.事之两歧,说之互勘,而皆不得其根

据,则待其后订而已矣,此亦庄生所谓缘督为经也.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６翁方纲在本着“有用考订”的原

则下,总是不忘忠告考订家不可贪图快捷,要最大程度地保证自己考订的学术目的,不能因为矜气

① 翁方纲批评阎若璩«尚书古文疏证»“毛举细碎、逞其口辨,甚至以‘危微精一’十六字为非经所有.凡此等谬说,皆起于偶有所

见,而究其自信、自炫,遂反唇而不顾其安者皆嗜博、嗜异而不惟义理之是求也.”([清]翁方纲:«复初斋文集»卷七,«考订论上之一»,«续

修四库全书»第１４５５册,第４１２页)云云即是站在传统道德立场上的偏颇之论,尚未认识到阎若璩«尚书古文疏证»的学术价值.



使性而忽视考订学的严谨性,也就是说不能牺牲考据学之底线而迁就自己的虚荣心,对过分考订家

的批评堪称一针见血.
综括言之,翁方纲的核心观点就是合汉学与宋学为一,他说:“考订者,惩纷丝而理之也,未有益

之以纷丝者也,是故考订之学可以平吾心,可以养吾气,可以渐问于学道之津矣,故曰考订之学以义

理为主.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４不过翁方纲虽然提出合汉学、宋学为一,但是并不主张汉宋“通邮”,他说:
“划汉学、宋学之界者,固非也,其必欲通汉学、宋学之邮者亦非也.”[２]«考订论上之一»,p４１４这说明他的学术

主张依然侧重宋学,他所谓的“合一”骨子里是合汉学于宋学,这是时代所限,亦不必深责.
同为汉学批评者,相对于阮元等人的含糊其词,翁方纲第一次大胆提出了不分汉宋的口号.衬

托以其考据学理论,笔者认为翁方纲可谓清中后期汉宋兼采之学的第一推动者.他从理论上界定

了考据学研究方法、范围和标准,这预示着一场新的学术变革的到来,就清代学术史而言,转向已趋

必然,其意义不言而喻.

二、“离之则两伤”———章学诚

与翁方纲重“和”相比,章学诚(１７３８－１８０１)则重“破”,而且是“破”后再“立”,但此“立”已经跃

出神化儒学的窠臼,有向现代前进的意蕴.他一方面严辞否定汉学与宋学末流,一方面大张“六经

皆史”之旗帜,试图另辟机杼,重塑经学.
章学诚生当康乾,名重后世.就其对汉宋兼采思想的影响来说,在于他对时代学术风气的双重

批判.他的理论推理在乾嘉诸老中独树一帜,事实上,可以说是章学诚开辟了乾嘉以来新的学术批

评话语系统.这一系统拓宽了汉宋兼采学者的学术视野,兼采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这一话语

系统.
首先,批评汉学.章学诚对汉学末流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,主要分为三点.
第一,汉学家“学无所主”.他说:“有贱儒者,不知学问之为己而骛博以炫人焉,其为学也,泛无

所主,以为一物不知,儒者所耻,故不可以有择也.其为考索也,不求其理之当而但欲征引之富,以
为非是不足以折人之口也;其为纂述也,不顾其说之安而必欲赅而俱存,以谓刘歆有言,‘与其过而

废也,毋宁过而存之’,此说良所允也.此其为述,蠢愚钝拙,而其为说,亦窒戾不通之至矣.然而当

世犹有称之者,学术不明,而驳杂丑记为流俗之所惊也.”[３]«博杂»,p３３９章学诚的这个批评在后世获得很

多知音,即便是对乾嘉诸老持褒扬态度的胡适也没有否认这一点,此不赘述.
第二,汉学家为考据而考据,陷入求知怪圈.事实上,考据学的汗漫无边确是掉进学术泥淖而

不能自拔,章学诚引«庄子»“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,怠矣”讥刺汉学诸儒之懵懂颟顸时说:“今不知

为己,而务博以炫人,天下闻见不可尽,而人之好尚不可同.以有尽之生,而逐无穷之闻见,以一人

之身,而逐无端之好尚,尧舜有所不能也.如其能之,是妖孽而已矣.”[３]«假年»,p２３６章氏将部分考

据学家詈为“贱儒”和“妖孽”,用词过分刻薄,但以今人眼光观之,却并非不可理解.章学诚其实是

站在先秦儒家的立场上立论的,他认为“孔子之大,如天之不可及,然而其学可以一言尽也.”而当时

考据家却矜奇炫博,其行无异于“夸父逐日,愚公移山”[３]«假年»,p３３９,这就难怪章氏批评时口不择言了.
且这一评论堪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可谓入木三分,痛快淋漓.平心而论,彼时汉学末流不仅拒斥

关怀社会的儒家本色,也放弃了创新学术的士大夫天职,章学诚对这一风气的批判堪称有的放矢.
第三,清代汉学家的考据学与古代考据家目的不同.他说:“古人之考索,将以有所为也,旁通

曲证,比事引义,所以求折中也.今则无所为而竟言考索.”[３]«博杂»,p３４０但是清代考据家却“不求其是

而务穷其类”.章学诚认为考据求是,可以举一反三.而穷其类,则不免挂一漏万,并因之“文窒理

芜,而所言皆作互乡之噂沓”.今人或以为乾嘉诸儒限于文字狱的囹圄而无力自拔,从而予其以同

情.章学诚则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给予无情揭露:“夫学问文章,君子之出于不得已也.人皆心

知其意,君子方欲忘言,惟不能不迹于学问文章,不幸而学问文章可以致名,又不幸而其名诚有所



利,慕利者争名,而托于学问文章,甚至忮很贪求,无所不至,君子病焉.”[３]«答吴胥石书»,p６４６由此可见乾

嘉诸儒不仅学术失范,甚且道德失范,这也就难怪章学诚痛下针砭,不留情面了.
其次,批评宋学.章学诚批评宋学主要分两点.
第一,宋学 末 流 空 疏.他 说 宋 学:“空 谈 性 理,孤 陋 寡 闻,一 无 所 知,乃 是 宋 学 末 流 之 大

弊.”[３]«又与朱少白书»,p７８３又说:“宋儒之学外轻经济事功,内轻学问文章,则守漏自是,枵腹空谈性

天,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.”[３]«家书五»,p８２２章学诚批评宋学的弊端其实并未逃出前人窠臼,但是他没有

如时人那样将宋学一棒打死,而是认为“君子学以持世,不宜以风气为轻重;宋学流弊,诚如前人所

讥,今日之患,又坐宋学太不讲也”[３«家书五»,p８２２].
第二,汉学和宋学应该互相补充.他明确提出汉学和宋学唇齿相依,在原初是统一无间的.他

说:“古今以来,合之为文质损益,分之为学业、事功、文章、性命.当其始也,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

所不为,浑然无定名也.其分条别类,而名文、名质,名为学业、事功、文章、性命而不可合并者,皆因

偏救弊,有所举而昭示于人,不得已而强为之名,定趋向尔.后人不查其故而徇于其名,以为是可自

命其流品,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.汉学宋学之交讥,训诂辞章之互诋,德行学问之纷争,是皆知

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.”[３]«天喻»,p３３２而遗憾的是,宋学家和汉学家皆是为了争“流品”而自立门户,又
因门户和利益之争而喋喋不休,互相攻讦,并因此而离“道”愈远.章学诚对此非常痛心,他用比喻

的方式揭示出汉学和宋学都是“求道之资”,二者不可偏废.他说:“故记诵者,学问之舟车也.人有

所适也,必资乎舟车,至其地,则舍舟车矣.一步不行者,则亦不用舟车矣.不用舟车之人,乃托舍

舟车为同调焉,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.”[３]«辨似»,p１５８章学诚批判汉学家永远在资舟车的旅途中,茫
然不知其目的地,所谓“博涉既深,将超记诵”[３]«辨似»,p１５８.而宋学家则永远站在此岸遥视彼岸,凭借

想象勾画彼岸的景象,从来不想通过舟车去彼岸看个究竟.二者一动一静,看似相宜,其实迥然有

别,都缺乏求道的资质.
再次,章学诚提出了通学观.
章学诚对于训诂学的滥用很气愤,他说:“训诂流而为经解,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,再变而入于

俗儒语录,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.不知者习而安焉,知者鄙而斥焉.而不知出于经解之‘通’,而失

其本旨也.载笔汇而有通史,一变而流为史钞,再变而流为策士之类括,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.
不知者习而安焉,知者鄙而斥焉.而不知出于史部之‘通’,而亡其大原者也.”[３]«释通»,p２３８这里虽就史

学立论,但同样指出了汉学之病痛所在,汉学家之所以为考据而考据,不懂得“学业将以经世

也”[３]«天喻»,p３３２的道理,正因为他们忽视经解中“通”的学术宗旨,不知其研究活动的彼岸,不知其考据

学最终的指向,所以才会招来“饾饤”“琐碎”的指责.
章学诚针对当时学术流弊,发表了整顿学风的意见.他说:“程子曰:‘凡事思所以然,天下第一

学问.’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? 天下不能无风气,风气不能无循环,一阴一阳之道,见于气数者

然也.所贵君子之学术,为能持世而救偏,一阴一阳之道,宜于调剂者然也.风气之开也,必有所以

取;学问、文辞与义理,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.而世之言学者,不知持风气,而惟知徇风气,
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,则亦弗思而已矣.”[３]«原学下»,p１１２Ｇ１１３

章学诚作为第一代汉学批判者,与桐城派相反,他认为考索、文辞和义理是离之则两伤,合之则

双美的关系,丢失任何一样都是学术风气的重大损失,对于“求道”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.相对于翁

方纲的“一归于义理”的偏宋学理论,章学诚则明确指出学问除了要问其然,更要问其“所以然”,这
已接近现代学术之境.且“天下第一学问”的提出正印证了他“六经皆史”的神学祛魅主张,章学诚

亦因言论忤时而成为边缘学者.但他的主张无疑符合时代发展潮流,之后的岭南汉宋兼采学派深

受其影响,他们正是在关注学风的前提下关注西方,主张教育改革,要求更新学术面貌.

三、“下学而上达”———许宗彦

相对于章学诚的寂寞无闻,许宗彦(１７６８－１８１８)时名甚高,深得学界嘉誉.他是嘉庆己未



(１７９９年)进士,是科号称得人甚盛.当时学者朱珪曾说:“经学则有张惠言,小学则有王引之,词章

则有吴鼒等,兼之者其许生宗彦乎?”[４]１２５０Ｇ１２５１其座师阮元亦十分推崇他.同年陈寿祺更是夸赞他为

“于越士足以蹑梨州(黄宗羲)而跨堇浦(杭世骏),岂独一时之魁能冠伦者哉!”[５]３９３由此可见许宗彦

在学问上造诣颇高.他的学说与本文相关者主要有三点.
第一,重大疑难问题应该搁置争议,拒斥繁琐考据.许宗彦在«寄答陈恭甫同年书»中认为治学

的目的在于求得心安,而不是趋奉时尚,否则便不配称学者.并大胆预测即便孔子生当斯时,也不

会皓首穷经于“三代之言”,至多“由明溯宋而止耳”[６]«寄答陈恭甫同年书»,p４００.因为三代久远,于当世无用.
所以他说:“宗彦以为经宜之大者十数事,前人聚讼数千年未了,今日岂能复了之? 就今自谓能了,
亦万不能见信当时,取必后世.如仅仅校勘文字同异伪说,或依傍小学辨析训诂形声,又或掇拾零

残经说,所得盖小,私心诚不欲为之.”[６]«寄答陈恭甫同年书»,p３９９Ｇ４００他这种搁置争议,留待将来的建议貌似荒

诞,其实却是言有所据,因为在他心目中学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.
第二,治学目的在于“明道救世”.许宗彦主张调和汉宋,“为学务求六经大义,深观自汉以来二

千年治乱得失,究古今儒道隆替,文章真伪,不屑校雠文字,辨析偏旁训诂,不惑于百家支离蔓衍迂

疏寡效之言”[７]１４７.他的治学宗旨既不同于汉学,亦不同于宋学,倒有几分清初顾、黄、王的实学味

道,如其所言:“夫学之虚实,至易明也.积之内,见之外,行其所学而贤不肖皆见焉,言其所学而贤

不肖皆可知焉,斯之谓实学也.”[６]«原学»,p４６１他认为孔子之学很简单,就是“期于有用”,所谓“明道而行

之”罢了.而时儒之学则是“愚疏寡效”,既无当于国家,亦无当于人心,简直是“茫然不知其所谓”.这

些言论与汉宋兼采学者陈澧和黄式三父子的言论如出一辙,可见他们学术的内在联系.
许宗彦提倡“积之内,见之外”,虽然貌似程朱理学的内圣、外王之学,但是许宗彦一生极少谈及

程朱,是以参考他后面所论之“圣人之学”,我们可知他所要提倡的其实是创自宋代永嘉、永康事功

学派的 经 济、事 功 之 学. 史 载 他 “尤 精 天 文,得 西 洋 推 步 秘 法,自 制 浑 金 球,别 具 神

解”[４]«许周生先生平略»,p１２５１,由此可见一斑.
第三,治学应该由“下学”而“上达”,不能顾此失彼.那么,许宗彦在破掉汉学的虚伪无用之后,

又如何积极纠正当时的学术风气呢? 他说:“学也者,所以求知也.知者何? 子曰:‘不知命无以为

君子也,不知礼无以立也,不知言无以知人也.’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,始于知言知礼,终于知天命,
知之事也.所谓下学而上达者,诗书执礼则下学也,知天命则上达也”[６]«学说»,p４４５.这种论断其实是

将知识与现实联系起来,既要将知识学习有的放矢,又要将礼制落到实处,应该说这才是先秦儒学

的本质.清儒在这方面显然误入歧途.他说:“后之儒者,研穷心性而忽略庸近,是知有上达而不知

由于下学,必且虚无惝恍而无所归,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远,是知有下学不知有上达,其究琐屑散

乱,无所统纪,圣贤之学不若是矣.”[６]«学说»,p４４５知上达而不知下学指宋学一派,知下学而不知上达则

是指汉学一派.在这里许宗彦对汉学和宋学都做了批评,说明他对宋学和汉学都不甚满意,因而他

认为如果将汉学和宋学结合起来则会变成真正的“圣贤之学”,即是由下学而通上达.这点许宗彦

和章学诚观点相类,只是章学诚宗“破”,主张学术祛魅,而许宗彦宗“成”,主张明道救世,其说事功

味道浓厚,显是时代激荡而成.

四、余　论

综上所述,翁方纲是要将汉学和宋学合二为一,从而恢复宋儒之学,其说传统味最重;章学诚则

跳出神学窠臼,欲将汉宋学术一并于史学,从而恢复先秦儒学本来面目,名为复古,实为开新,已迹

近现代之境;许宗彦则致力于有用,并究心于西洋科技,为学尚经世,为说主事功,思想上实已入现

代之域.
概以言之,这种转向分三个方面:第一,学术祛魅.翁方纲出身汉学而排抵繁琐考据,堪称入室

操戈,此是祛迷信考据学之魅;章学诚倡“六经皆史”,实则将清廷主导的“尊孔”“尊儒”观拉下神坛,



复归儒学之本来面目,还孔子以“教育家”而非“素王”之真实身份,可谓“让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

凯撒”.此是祛儒学神学化之魅.第二,倡学术自由.所谓学术自由,即是让学术本着自身逻辑朝

着健康有效的方向发展.由于学风流被,乾嘉时期考据学蔚为大观,为考据而考据之风亦成流弊,
否则也不会激成后来的“汉宋之争”.翁方纲能够观微知著,反对学界被考据学所绑架,其预见性实

在令人惊叹.翁方纲的九篇«考订论»主旨可以一言以蔽之曰“还学术以自由”;后起章学诚的“通学

观”,许宗彦的“下学而上达”不仅针砭末流考据学,而且剑指制艺之学.考据学以“饾饤”考据绑架

真知,制艺学以科举误导学术,二者都损害了学术自由性,三人起而反之,对于后来的汉宋兼采学派

调和汉宋,沟通考据与义理大有滥觞之功.第三,相信科学.乾隆时代的翁方纲和章学诚对于西洋

科技尚且了了,但是嘉道时期的许宗彦则在为学之余,大倡科学之道.其重视事功的价值取向更是

将古老中国的形上学取向之传统拉回现实.后起汉宋兼采学者中林伯桐«供冀小言»中浓厚的经世

情怀,陈澧对于«海国图志»的褒扬,朱一新对于兵法的独见,都是许宗彦经世致用、经济事功之学的

继续与开展,其中蕴涵的浓厚的科学热忱和技术理念之味已扑面而来.由于前后没有明确的师承

关系,因之更可见清代学术思想已经在孕育一场大的变革风暴.
从翁方纲到许宗彦,清代学术一转再转,从皈依宋学到皈依科学,再至皈依现实需要,昭示了清

代学者从前现代一步步向现代迈进的艰难步伐.这种转向可能是被动的,甚至是被迫的,但是所幸

这些言论启迪了后来的汉宋兼采学派.虽然翁方纲、章学诚的神权祛魅没有高标旗帜,翁、章、许三

人也没有高呼“学术自由”这样的现代字眼儿,但是题中之义已经不言自明.嘉道以后,陈澧的岭南

学派、黄以周的皖浙学派、曾国藩的湖湘学派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重整学风,调和汉宋.汉宋

兼采后学既究心治学宗旨,排斥门户之见,又关心西洋学术,重视教育实践,从而在政治味浓重的今

古文经学混战中保留了一块价值中立的学术净土,其意义堪称深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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